
抗战时期军令部作战指导业务初探 

叶 铭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的军令部最重要的职掌是战时的作战指导，作战指导及实施是 

将抽象的战略思想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军事学上的作战指导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 

作战指导是军事战略思想的转化，狭义的作战指导则是野战战略的转化。军令部需要贯 

彻持久消耗的军事战略，同时在会战(野战)的作战指导中将野战战略转化为作战计划并 

督促实施。然而，战时国民党军尽管确立了持久抗战的战略，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存在各种 

各样的问题，以至于正面战场历次会战均未能占据主动，广为诟病，1944年的“豫湘桂”会 

战更是失地千里、损失惨重。因此，梳理军令部的作战指导业务，了解其具体流程，并通过 

个案分析作战指导存在的问题，利于深入研究战时中国军事，明晰战时作战指导环节，也 

可以对战时正面战场军事指挥做出相对准确的评价。 

关键词 抗战 军令部 作战指导 战略 “豫湘桂”会战 

关于抗战时期的中国战时体制，学术界已有一定的研究，如《中华民国专题史》第 l1卷对此问 

题有比较清晰的梳理。在该卷的第6章《军事体制》中，作者根据过往研究，明确战时国民党军事 

体制中最高决策机构从最初的国防最高会议最终转变为国防最高委员会 ，最高统帅机构从最初的 

大本营转变为军事委员会①，并确立军令部为作战指导机关。 

史学界对于军令部的研究较少，只有陈长河的《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军令部》②，该文简要介 

绍了军令部的组织机构及变化情况、各部门的职掌与负责人员的概况，至于军令部各部门的地位、 

具体运作、功能及其与军事委员会其他部门的关系，则均未涉及。此外，笔者在《抗日战争研究》上 

发表过《军令部与战时参谋人事》③和《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参谋教育体系初探》④，这两篇文章主要 

介绍抗战时期军令部在参谋人事及参谋教育方面的作用。在战时国民党军的作战方面，最近研究 

比较深入的是王奇生与苏圣雄。王奇生在《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 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⑤中对 

① 张瑞德等：《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第 11卷，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第 

19O一2O6页。 

② 陈长河：《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军令部》，《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 134一l36页。 

③ 叶铭：《军令部与战时参谋人事》，《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4期，第20—34页。 

④ 叶铭：《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参谋教育体系初探》，《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2期，第107一l2O页。 

( 王奇生：《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杨天石、臧运祜编：《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二：战略与历次 

战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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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铭 ／抗战时期军令部作战指导业务初探 

国民党军战略战术回应进行梳理，指出了国民党军在战略决策机制上存在的问题。苏圣雄在《国 

军于徐州会战撤退过程再探》①一文中，从军事决策角度，分析徐州会战中国民党军撤退决策的复 

杂性，指出尽管在淞沪会战后中国方面已策定持久抗战的战略，但是在实际会战中仍有拼消耗的趋 

势，揭示了军事战略与野战战略实施的困境。 

战时军令部实施的作战指导业务，其实际作用究竟如何，目前尚无以军令部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论著。本文拟运用档案资料与当事人 日记以及相关史料，分析战时国民党军最高统帅机构与军令 

部的关系，勾画出军令部作战指导业务的制定流程，并以“豫湘桂”会战为个案进行剖析，对军令部 

作战指导业务进行评判，指出其存在问题。 

一

、 战时最高统帅机构与军令部 

军令部与军事委员会的军政、军训、政治等部业务职掌不同，各部职权范围明确，基本不存在交 

叉之处。然而一般研究者对于军令部与参谋总长、军令部与委员长侍从室之间的业务及职权范围 

易产生混淆，因此探讨军令部与军事委员会上述单位之间异同，厘清军令部与最高统帅部中的参谋 

总长、委员长侍从室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了解军令部在作战指导业务中发挥的作用。 

(一)军事委员会改组与战时统帅部确立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统制全国人力物力，适应抗战要求，将军事委员会体制进行改革，设 

立大本营，增设第一至第六部、后方勤务部、管理部、卫生部，并将办公厅改为总办公厅及秘书厅②， 

然而实际运行效果却是“施行数月，缺点仍多”。⑧ 由于中日并未宣战，以全面战争体制为目标设立 

的大本营不适应战争的进行，国民政府决定改组军事委员会，并以军事委员会为战争领导机构。④ 

1937年 11月，国民政府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决定“为适应持久战之需要”⑤取消大本营，进行机构 

改组。此次改组，“除军政部与后方勤务部仍I~#1-，以参谋本部第一部合并为军令部，训练总监部 

改为军训部，第六部及政训处合并为政治部，海军部缩编为海军总司令部，防空处并人防空委员会， 

总办公厅秘书厅并为办公厅，其余第一至第六部、卫生部管理部仍取消，而将物资之统制则委之于 

行政院有关之部会”。⑥ 1938年 1月国防最高会议通过修正后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国民 

政府为战时统辖全国民党军民作战便利起见，特设军事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战时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组织大纲数次修改，其定位仍维持战时统辖机构(统帅部)不变，如 1940年修改为“国民政 

府为巩固全国国防统辖全国军民作战，特设军事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1943年则改为“国民政府 

为巩固全国国防，统辖全国军民作战，设置军事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⑦ 概言之，军事委员会承担 

战时军事统帅机构的职责。 

战争爆发后，何应钦连续召开了22次统帅部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指令、中国的军事实力及有关 

① 苏圣雄：《国军于徐州会战撤退过程再探》，吕芳上主编：《战争的历史与记忆 1：和与战》，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第 

299--320页。 

② 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抗 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2)，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筹)1986年 

编印，第68页。 

③ 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抗 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2)，第68页。 

④ 郭汝瑰、黄玉章主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2页，注释9。 

⑤ 郭汝瑰、黄玉章主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第663页。 

⑥ 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抗 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2)，第68页。 

⑦ 《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1943年 12月)，周美华编：《国民政府军政组织史料——军事委员会(1)》，台北，“国史馆” 

1996年版，第78、83、9O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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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情报，对卢沟桥事变后的中日战事作了部署①，会议参与者包括军政部部长、参谋总长、训练总 

监、办公厅主任等高级官员②，此种会议的形式其后被采纳，成为军事委员会的一种固定业务办理 

形式，统称为“会报”。军事委员会作战会报(以下简称“会报”)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会报，具体 

讨论战时作战指挥的决策。1939年前，历次作战会报蒋介石基本没有缺席，然而 1939年之后由于 

“委座现在甚忙，不愿多批公事”。③ 蒋介石只在重要战役、会战发生时才参加会报，平时会报即由 

何应钦主持处理④，但重大决策必须经过蒋介石批准方能生效。 

军事委员会下辖的各部会与各战区即构成了中国战时的指挥系统。战时军事统帅决策通过军 

事委员会的作战会报进行，这既是军令部制定作战指导的主要依据，又是军令部实施作战指导的 

平台。 

(二)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与军令部作战指导业务 

国民政府战时《组织法》规定“参谋总长为委员长之幕僚长，指导本会(指军事委员会)所属各 

部会厅，襄助委员长处理本会一切业务。副参谋总长辅助参谋总长处理本会一切业务”⑧，其后国 

民政府几次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参谋总长及副参谋总长的职权均没有修改，参谋总长通过军 

事委员会办公厅实施其幕僚长权力。参谋总长何应钦是黄埔系中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能 

够指挥黄埔系军队，与西南地方实力派也有渊源，但并不是江浙集团成员。⑥ 他既有资历，又有人 

望，最为关键的是在抗战爆发后实际上手无兵权 ，因此既为蒋介石信任又能为各派系接受 ，是蒋介 

石军事幕僚长的不二人选。 

参谋总长主要职权为组织最高幕僚会议。抗战之初，蒋介石曾主持过最高幕僚会议，其后参加 

最高幕僚会议的有：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军令部部长、军政部部长、军训部部长、战地党政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政治部部长、军法执行总监、后方勤务部部长、海军总司令、办公厅主 

任、航空委员会主任、抚恤委员会主任委员、铨叙厅厅长、侍从室主任 ，以及必要时由参谋总长指定 

主管厅、司、处长，及其他相关人员。⑦ 法令规定“会议由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主席，如参谋总长因 

事故不能出席时，以副参谋总长或临时推定一会员代理主席”，会议 目的“为联系军事各部业务及 

检讨各部工作进度，以求推进全国军事”。⑧ 由此可见，最高幕僚会议是由参谋总长组织召开，通过 

报告事项及提议事项以沟通军事委员会各机构之间的业务联系。报告事项主要为“最近战况；各 

部会厅业务关联两部以上诸事项；各部会厅经办主要事务之概况；交办事项办理之程度”。 提议 

① 杨菁、杨树标：《论蒋介石与抗战期间的军事会议》，《史学月刊》2005年第7期，第76页。当然，召开此项会议时中国统 

帅部成立与否值得商榷。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凤凰传媒出版集团、凤凰 出版社 2005年版，第 

234--286页)，此项会报正式名称为“卢沟桥事件第X次会报”。 

② 参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234--286页。 

③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39年 1月 14日，群众出版社 1991年版，第83页。 

④ 根据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622页)记载，“军事指挥人员会议(即会报)开始是由何应钦主持的”。 

⑤ 《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1938年 1月)，周美华编：《国民政府军政组织史料——军事委 员会(1)》，第78页。 

⑥ 熊宗仁：《何应钦传》(上)，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290页。 

⑦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规则》(1939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 

第2编，“军事”(1)，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第12—13页；另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 

策手稿汇辑》(1)，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03页注释。 

⑧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规则》(1939年 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1)，第 

13页。 

⑨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规则》(1939年 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1420。但是在 2月 

出台的修正稿中，报告事项第一项为“报告国防及作战事项”，比原定的范围要宽泛一些。参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 

议规则》(1939年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1)，第 13页。 

30 



叶铭 ／抗战时期军令部作战指导业务初探 

事项集中在“依作战及整军计划，各就主管业务，提议应行改革与推进各事项；依建军精神，各就主 

管业务，谋各种法规之完备调整，及推行平时军事设施之建立 ，与军需工业、国防经济之发展等”。① 

从最高幕僚会议报告及提议事项来看，最高幕僚会议工作中心是军事委员会 日常业务的讨论、汇总 

工作。以 1939年 3月7日召开的第二次最高幕僚会议为例，会议报告事项包括：何应钦报告会议 

规则与使命 ，刘斐报告当时敌我态势，贺国光阐释该会议确实推动作战与建立军队的使命。但是， 

议决事项却是：兵站卫生机关划归后勤，编纂海陆空军沿革史办法等。到了 1939年 6月 9日召开 

的第五次最高幕僚会议中，报告事项中已经没有与作战有关事项，讨论议决事项也集中在军政、军 

训等部管辖任务了。② 由此可见，最高幕僚会议在军事上的作用有限，也并非是军事决策机构。 

何应钦似乎位高权重，手握大权，但有学者评价“这种过分集中的权位，产生的结果是名实不 

符。他大事做不了主，中事由各职能部门处理，小事有幕僚们代劳”。③ 蒋介石曾经明确告诉史迪 

威“谈到指挥权问题，他(蒋介石)说完全是他亲自指挥——连何应钦也无法指挥嫡系(蒋介石的 

‘学生们 ’)”。④ 这一点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也看得十分清楚，“何应钦身兼二职，既是军政部长， 

又是参谋总长，但实际上，他与作战和军训(后勤除外)方面的问题毫不相干”。⑤ “而且从 1938年 

后，指挥组织的实际工作，全操在侍从室及军令部，何应钦只在组织会报上提些意见，所以参谋总长 

办公室的参谋 ，一般都无事可做，反需到处求人。加上以参事、高级参谋调充，名义上也不好听，同 

学们就不愿跟何应钦工作”。⑥ 唐生智告诉陈诚，他与时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参谋的阮绍昌交 

谈 ，阮绍昌告诉唐生智，当阮绍昌向何应钦请示指示方针的时候，何应钦回答“对作战不参加任何 

意见，对人事须经我(何 自称)看过”，唐生智认为“为古今中外幕僚长之奇闻”。⑦ 由此可见，参谋 

总长何应钦在军事指挥中并没有发挥与其职务相称的作用。 

(三)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以下简称为“侍从室”)与军令部作战指导业务 

有论者称侍从室为“政府中的政府”(The government within the government)⑧，“除了是国民政 

府最重要的幕僚单位，无意中也成为蒋培养其个人班底的重要机构”。⑨ 很多人认为侍从室才是国 

民政府决策中心，或是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构。实际上，侍从室在作战指挥业务方面是不 

能替代军令部的。 

侍从室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1936年 1月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 

侍从室改组而成 ，下设第一处处理军事，钱大钧、张治中、林蔚、贺耀祖、商震等先后任主任；第二处 

掌党政事务，由陈布雷任主任。⑩ 侍从室源于南昌行营，最早“没有侍从室名义，侍从秘书、侍从副 

①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规则》(1939年 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1420。 

② 参见《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案》，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藏，“国军”档案，0028／003．1／3750．5B／1。其中收录最 

高幕僚会议历次会议汇编，与实际规则规定并无二样。 

③ 熊宗仁：《何应钦传》(下)，第473页。 

④ 约瑟夫 ·w．史迪威著，黄加林译：《史迪威日记》，1942年 8月3日，世界知识 出版社 1992年版。 

⑤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590页。 

⑥ 刘劲持 ：《陆军大学第十一期内幕》，文闻：《旧中国军事院校秘档》，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页。 

⑦ 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1944年4月25日，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第526页。 

⑧ F．F．Liu(刘馥)，A Military History ofModern China，1924—1949(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转引 自张瑞德 

《无声的要角——侍从室的幕僚人员(1936--1945)》，台北《近代中国》第 156期，2004年3月版，第 142页。 

⑨ 张瑞德 ：《无声的要角——侍从室的幕僚人员(1936--1945)》，台北《近代中国》第 156期，第166页。 

⑩ 张瑞德：《无声的要角——侍从室的幕僚人员(1936--1945)》，台北《近代 中国》第 156期，第 141页；张令澳：《侍从室回 

梦录》，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4—16页；汪日章：《跟随蒋介石六年》，汪日章等著：《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侍卫 

官回忆录》，团结出版社 2005年版，第27页；居亦侨 ：《跟随蒋介石十二年》，汪日章等著：《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侍卫官 

回忆录》，第74—_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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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侍卫人员等直接听命于蒋介石 ，称之为‘官邸’人员”①，主要担当蒋介石个人的秘书及侍卫工 

作。侍从室部分被“定位为政策设计部门，不负责实际执行”。② 战时指挥大权操控在蒋介石手中， 

侍从室只是蒋的私人幕僚部门。 

侍从室第一处(负责军事，主要是第二组)及第二处第六组(负费晴报)的职能与军令部存在交 

叉。其负责人一般被视为幕僚长。第一处下辖三个组，第一组即总务组，第二组掌管军事事务，第 

三组是警卫组。“第二组有侍从参谋多人，主管作战、人事参谋、情报参谋、交通后勤参谋和军事文 

件，还绘制军事地图。侍一处主任坐镇第二组，拟办和审阅军事机要文件”，该组汇集了不少对军 

事问题有研究、有造诣的军事参谋人才。③ 军事委员会各部及各战区呈报蒋介石的报告、请示、函 

电等文件，都归其办理。④ 所以其业务是处理指挥系统呈报蒋介石的各种文件，并没有 自主处分的 

权力 ，只是军事秘书而已。曾任第一处主任的张治中认为实际上侍从室是沟通蒋介石与指挥系统 

各部门之间的渠道。“那时，我自己觉得：这 (侍从室)是一个主管军事很机要的地位，恐怕做不 

好⋯⋯当时，我始终保持这样的一种态度：我一定要站在最高统帅的立场，与军事委员会各部门协 

调，尤其要与军令部、军政部保持协调，并且要予各主管部门以便利，使下情上达”。⑤ 然而“蒋介石 

位高权重，尤以抗战时期，集党政军各要职于一身，凡对军队、对官署、对属僚，动辄以手令行事，日 

久成癖”⑥，侍从室是负责传达蒋介石手令的机构，似乎“口含天宪”，但其职权仅是作为幕僚处理 

文书，对于指挥系统的意见、建议进行节略上报蒋介石定夺。由于侍从室无形中被赋予了蒋的代言 

人的身份，下级机构很难判断其下达的指令哪些是蒋自己的意思。加之侍从室的工作人员因为能 

够参与机要，他们在事后的回忆中可能放大 自己的地位与责任。所以，侍从室在决策中的作用被放 

大并神秘化了。客观而言，侍从室人员的确可以参与处理机要事务，不过他们仅仅有建议权而已。 

侍从室并没有独立的人事权，蒋介石对侍从室工作人员管理甚严，因此他们并不敢“假传圣 

旨”，“挟天子以令诸侯”。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任职时间较长的是林蔚与张治中，这两个人性格都是 

埋头做事不出风头。张治中出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时，给自己定的行为准则就是“严守机密；明识 

大体；寡言少主张”，并要求 自己做到“和协各方；分忧分劳；善处请托；事必躬亲；持以勤慎”。“在 

工作上面，很少使蒋操心”。在作战中，“对于军事上的建议，对于最高统帅的意旨到达于战区高级 

指挥官，都很周到、正确，没有什么错误。如湘北大捷诸战役，都是由蒋亲自指挥，而我是不折不扣 

地传达了命令。蒋常常在深夜打电话找我，对白天打入的电报命令加以修改、补充；或是叫我立刻 

打长途电话 ，传布命令到前方”，能够“站在最高统帅的立场，与军事委员会各部门协调，尤其要与 

军令部 、军政部保持协调，并且要予各主管部门以便利，使下情上达”。⑦ 林蔚“办事精细，不辞劳 

苦；善于沟通协调；谦冲为怀”⑧，是一个做事低调、善于为人处世的人物，他曾经说过与蒋介石之间 

的关系“君臣之间有一个距离不可逾越”。他对 自己能力有清醒的认识，“做事要量力而为，我可以 

做的事做 ，不能做的事不做”。⑨ “长于谋划，偏重于战区战役之规划，把 自己对战争的理解及时贡 

① 汪日章：《跟随蒋介石六年》，汪日章等著：《在蒋介石宋羡龄身边的日子——侍卫官回忆录》，第26页。 

② 张瑞德：《运筹帷幄：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与南昌行营的政策制定(1933--1935)》，《走向近代》编辑小组主编：《走向近 

代：国史发展与区域动向》，台北，东华书局2004年版，第349页。 

⑧ 居亦侨：《跟随蒋介石十二年》，汪日章等著：《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侍卫官回忆录》，第74、75页。 

④ 张令澳：《侍从室回梦录》，第 14页。 

⑤ 《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年版，第295页。 

⑥ 孙武：《蒋介石手令处理规程考略》，《民国档案 2004 年第2期，第136页。 

⑦ 《张治中回忆录》，第295--296、298页。 

⑧ 张瑞德：《无声的要角——侍从室的幕僚人员(1936--1945)》，台北《近代中国》第 156期，第156—157页。 

⑨ 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记录：《於达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9年版，第 l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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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蒋介石，关于文书和一般参谋业务的处理，则交由他的助手於达负责”。① 张治中与林蔚的性 

格符合蒋所定《侍从人员训条》中规定须严守的“谦恭、言谨、慎行、廉洁、细心、敏捷、切实、勤俭、肃 

静、自强”②的十条要求。无论是张治中还是林蔚，“虽有统军的能力，却不是军事理论家。他们忙 

于军事事务，缺少军事战略的研究”③，张治中在协调上下关系方面不遗余力，不会主动干扰指挥系 

统运转。至于林蔚，是徐永昌陆大第 4期同学，曾出任过军令部次长，也不会主动干涉军令部军事 

战略计划制定与指挥。 

尽管侍从室与军令部业务有重合，但对军令部的实际业务影响并不明显。首先，侍从室参谋人 

员较少，无法像军令部那样有参谋群，可以群策群力发挥作用。其次，侍从室“挑选陆大各期毕业 

和曾留学英、美的军官任侍从参谋 ，并将侍从室原有少数参谋人员，先后送陆大深造”，“至抗战中、 

后期时，侍二组的参谋人员，几已全部出身陆大”④，陆大由军令部管辖。且军令部曾拟定《侍从参 

谋实习与训练办法》，侍从室的侍从参谋是由军令部推荐的。在业务方面，侍从室第一处“接到军 

情电报后 ，摘要呈阅，由侍从参谋按照军事电讯或作战计划，在地图上移动红、黄、白三色三角小 

旗⋯⋯蒋介石一面批阅电文，一面观看地图，掌握军事形势⋯⋯作战时，地图上的标记，都出自作战 

厅长刘斐之手”。⑤ 侍从室第一处只负责汇报战况，并不制定计划。就作战计划而言，侍从室是将 

军令部或各战区呈交军令部的计划进行摘要浓缩后呈给蒋介石批阅。⑥ 由是观之，军令部与侍从 

室在军事上各有侧重。军事计划拟定或军事情报获取，其职责均在军令部。 

二、军令部与作战指导 

军令部在战时实施作战指导业务，根据资料探讨作战指导业务具体由哪个机构负责，又如何开 

展，有助于了解战时军令部实际业务的开展，明晰其职责。 

(一)军令部作战指导机构 

军令部是由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部和原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合并组建，其职责主要在军 

令方面，也就是主要负责战时作战指导。⑦ 原来的第一部(军令)是分管作战事务的部门，第一任部 

长黄绍兹回忆“我担任第一部部长，系主管作战计划与作战命令的”。第一部成立后 ，主要就是“东 

拼西凑的，将一个机构组织成功。并拟具初期的作战计划”。第一部成立后不久，大同失陷。而 

“大本营的作战计划，必须确保山西，方可阻止敌军沿平汉路平原南下⋯⋯大同的陷落，不但影响 

华北军事的全部计划，并且要影响全国的战局”。⑧ 蒋介石遂命令部长黄绍兹到山西视察，第一部 

① 杨斌：《蒋介石的幕僚“专家”——林蔚》，《钟山风雨)2oo3年第6期，第18页；唐纵日记中则记“林主任之作风，工作以各 

部为主体，侍从室不宜多作主张，最好少出意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 日记》，1942年 12月15日， 

第326—327页)；唐纵也曾评价“林主任对于业务，颇置重于军令部”(唐纵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 

1943年 1月7日。第 334页)。 

② 蒋介石：《侍从人员训条》，《感恩与怀德集》编辑小组编：《感恩与怀德集：我们常在蒋公左右》，台北，应舜仁2001年版， 

第3页，转引自张瑞德《无声的要角——侍从室的幕僚人员(1936--1945)》，台北《近代中国》第 156期，第150页。 

③ 杨跃进：《蒋介石幕僚的思想研究》，华文出版社 2002年版，第 102页。 

④ 张瑞德 ：《无声的要角——侍从室的幕僚人员(1936--1945)》，台北《近代中国》第 156期，第147页。 

⑤ 居 亦侨 ：《跟随蒋介石十二年》，汪日章等著：《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 日子——侍卫官回忆录》，第79页。 

⑥ 《张治中回忆录》，第299页。 

⑦ 徐永昌在其 1938年 1月13日日记中有“六时许访哲民，渠拟定军令部编制草案较前参谋本部少八十余员(第一部改为 

军令部，参谋本部并入之，前参部二百丸十余职员，今二百人)”，1月19日有“五时往蒋先生所，为归并参谋本部成立军令部事”的 

记栽，亦可证明军令部的机构来源。参见《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8年 1月13日、19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 

⑧ 黄绍弦：《五十回忆》，岳麓书社 1999年版，第336_337、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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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令任务则在蒋介石的亲 自监督下由第一组组长刘斐执行，加之第一部“系临时作战机关 ，所有 

服务人员，皆由各部调用，未曾特设专官”，造成“第一部人事问题颇杂”①，职员“视本部如逆旅，置 

公务于等闲，或动以回原衙门为心，而敢于怠慢恣肆”②，其混乱倾轧情形连白崇禧都有所耳闻。⑧ 

“结果与计划相去甚远”④，“施行数月，缺点仍多”⑤，故第一部在战争初期并不能切实发挥机构 

效能。 

有鉴于此，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Mkenhausen)将军曾经建议“依据贵国(指中国)目前状 

况 ，似应将海陆空军兵力直隶陆军总司令指挥，换言之，即海空两军只能作陆军的辅助兵种，并宜于 

最高统帅之下设一总参谋长，以总其成，下设陆军、海军、空军三参谋长，以辅助之，故在战术方面， 

海空军应在军令部之下，但在补充上仍应有其独立性质。其次，关于炮兵，亦应独立(受军令部之 

指挥)，而军令部除命令之发布及前线战斗力之补充外，其余后方一切事宜应由后方勤务部办理， 

惟仍须受总参谋长之指挥”。⑥ 他的规划中军令部相当于陆军参谋部，主要承担作战指挥任务，国 

民政府采纳了法肯豪森将军的建议。但由于抗战中国民党军队的主力是陆军，海军、空军比较弱 

小，军令部作战指挥业务作用愈发凸显。 

法肯豪森将军认为“战时参谋部主管业务概括言之，不外乎作战、编制、训练、情报、补给五项， 

惟欲使上项业务能按照步骤进行及实施，必须分工。盖参谋部譬如人之首脑，参谋则为其神经系， 

军队犹如肢体，每遇一事先由主脑下判断决心，然后传达于神经系，以命令肢体发挥其本能，但为互 

相联系使业务不生故障，顺利推行，是又须合作”。⑦ 以 1938年为例，这一年军令部主要工作包含 

39个项目，其中第1项就是“策定作战计划，起草作战命令，监督指导作战之实施”⑧，所以从业务 

范围的角度来说，战时作战指导业务由军令部承担。军令部在作战指导与实施方面的作用为指挥、 

协调、监督 、指导。 

军令部作战指导拟定与实施业务均由第一厅第一处进行，第一处业务有：关于作战计划之策 

定，命令、训令之草拟及作战指导监督事项；关于奸伪动态对策之研究处置事项；关于伪军反正之策 

动及运用事项；关于情况之整理判断，战报之汇列及图表之调制，兵棋之布置事项；审核各战区攸关 

作战之各种计划及部署事项；关于国民党军(含游击部队及特种兵部队)战绩之考查审核及战果之 

统计事项；关于作战检讨及作战经过之编纂事项；关于国防工事计划之策定审核及设计指导监护查 

勘事项；攸关作战诸事项之建议；关于本会督战参谋或联络参谋之派遣监督事项⑨等事宜。因此， 

第一处职责在于：各科分别与对应的战区联系，获得战况报告以及前线军事情况报告，随即根据获 

得情报制定相应计划与方案。第一处负责派遣与监督督战和联络参谋 ，充分掌握各部队平时、战时 

情况 ，对各部队训练与战绩均能获取及时信息。战后，第一处汇总各部队战绩，对战况进行检讨与 

① 《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7年 10月 15日。 

② 《诰军委会第一部同僚令》，陈存恭、赵正楷合编：《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6年版，第 

236页，例如副部长王俊从步兵学校、高级参谋陶钧由军事参议院、任关宇由海军部、徐佛观由湖北保安处、连络参谋林 自秋由参谋 

本部调来。参见《军事委员会第一部额内外调任职员登记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168。《徐永昌日记》第4 

册，1937年lO月15日。 

③ “健生亦谈第一部人事不和情形”。参见《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7年 10月16日。 

④ 熊宗仁：《何应钦传》(下)，第466页。 

⑤ 何应钦：《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抗 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2)，第68页。 

⑥ 《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演讲纪要》(上)，《民国档案))2005年第 1期，第32页。 

⑦ 《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演讲纪要》(上)，《民国档案)}2005年第 1期，第32页。 

⑧ 《军令部工作报告(二十七年)》，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藏，“国军”档案，0027／109．3／3750．8。 

⑨ 《军令部第一厅各处室职掌草案》(1943年 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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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军令部的第一处承担与作战指导相关的指挥、协调、监督、指导的工作，是战时军令部实施作 

战指导的主要机构，是最为关键的一环。 

(二)军令部作战指导实施流程 

德国顾问法肯豪森认为：“军令部为全国高级指挥作战机关，对各战区有令动作协调及转移兵 

力之职权，并须控制强大兵力为总预备军”，“作战、情报、补给，此三者应有相互密切之连络，故军 

令部之第一厅长每天至少应与各战区参谋长或参谋处长互通电话一次。第二厅厅长对派出情报人 

员及各战区主管情报者每天至少亦须互通电话一次，而后方勤务部对各战区主管补给人员每天亦 

应互通电话一次。如此则高级军事机关之主张可以推行至各区，而军令部对于各区之意见与情况， 

亦有真确之认识，而作适当之处置。根据历来经验，各战区如有错误之处，军令部应随时予以干涉 

矫正之，如作战部队有不合机宜之处，军令部得直接纠正，不必经过各战区之转折，恐致迟误时机。 

总之，作战之先决条件，须先有统一之见解 ，再依据此见解而统一动作，统一指挥，此为军令部应行 

达到之任务”。他还指出“军令部为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对战略预备队之集结与时间，及全般兵力 

之配备等，务求达到协同之目的，而其最要者为明悉敌情及其兵力与战地形势，此三者实即最高指 

挥官实施工作计划之主要条件”。因此军令部实施的高级指挥应当“决定战场内之作战方略，如在 

战区内各集团军、军团等之指挥”，“最高指挥之指挥机关(军令部)对各战区下达命令，只可以训令 

方式指示⋯⋯各战区长官部奉到最高指挥机关命令之后，应按其指示之要旨，参照目前情况详加研 

究，然后再对所属下达适当之命令”，军令部的“战斗指挥必须注意兵力、时间、空间三项，在未与敌 

交锋乃至作战过程中，关于敌我兵力应预以确实比较 ，而时间与空间，对于尔后作战上是否协调，亦 

需周密计划，善为运用，务使互相联合为要”。① 所以，军令部作战指导遵循组织计划、协调一致以 

及有效指挥三个原则，以搜集情报、拟定腹案、做好计划为主要内容。 

首先，军令部搜集相关情报，以判断日军进攻目的。以武汉会战为例，1938年 5月军令部收到 

情报“敌军今后对华作战计划，以武汉为目标 ，即将开始其对武汉攻略之外线作战。以北支军为 

主，中支军为辅”，日军“拟以中支军由合肥进攻颍州、正阳关而至太和，同时抽调津浦南段主力进 

攻六安、商城等地，袭信阳，策应平汉正面南下之北支军”。军令部由此“判断敌今 日主攻在北，不 

入郑不至悉力南攻，固郑不仅掩护豫西，亦所以固大别山脉”②，作战指导“以在大别山之东北两正 

面应预为布置，该方面预想为将来之主战场”。⑧ 日军原计划从淮河、长江两路进攻武汉，华北方面 

则将中国军队牵制在北方，只是因为花园口决堤，沿淮河一线进军的 日军改向大别山北麓进攻。④ 

军令部基于情报推测 日军主攻方向与 日军的预案基本符合，造成 日军此役兵力损失较大，渐趋分 

散，很长时间内再也无力进行大规模进攻。 

其次，军令部综合情况，由蒋介石做出相关指示，军令部做出预案，在作战会报时进行讨论，选 

择最佳方案并做出作战指导。许朗轩将军回忆：“军令部第一厅 ，系主管全国陆海空军动员作战业 

务，其下属各处、科参谋群，每日须向蒋公简报当前各战区战况，同时提出敌情判断，以及国民党军 

行动方案之建议”，随即“经由讨论、质问与诘难过程，供其下定正确之决心，然后据以拟发作战命 

令，贯彻执行。也就是说，蒋公须藉助此一参谋群之简报，获得所需资料，经由其 自己合理思考分 

析，作出正确判断，决定至当行动方案，以遂行其指挥作战任务”，因此许朗轩评价“此一简报，极为 

① 《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演讲纪要》(上)，《民国档案))2005年第 1期，第37—38页。 

② 《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8年5月30日。 

③ 《抗 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713页。 

④ 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第 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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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第一厅派出参谋具有“口齿清晰，长于表达，仪表端正，服装整洁”及“记忆力甚强，反应敏 

捷”等素质，所以每当蒋介石询问情况时，都可以“都能够引据事证，对答如流”。① 以远征军第一 

次人缅作战为例，军令部认为缅甸战场敌后方交通便利，易于增补，中国军队兵力不足，后勤补给乏 

力，判断：“(甲)以现有兵力在平满纳或其以北(因平满纳为委员长特规定)作有力抵抗，不利则集 

结在瓦城附近会战(本案之利，1、进行顺利可望到雨季，尔后作战容易，贡献全局甚大；2、物资粮秣 

可内运。本案之害，英军不能保障右翼安全，胜算不大，且牺牲大，善后不易)；(乙)以最小限兵力 

持久抵抗，主力逐向滇境撤退，并令第卅六师在祥云以北停止(本案之利，牺牲少，危险小，保持余 

力震慑川滇。本案之害，战局恐迅速瓦解，物资遗弃，无收购粮秣余裕)；(丙)以最小限兵力在瓦 

城、棠吉以南持久抵抗，以主力在瓦、棠附近行有力抵抗 ，并抽出伤亡较重部队陆续向滇缅边境撤 

退，增筑预备阵地，必要时主力向龙陵、畹町，部分向八莫、车里撤退，并向龙陵、八莫屯积军实(本 

案利害亦参半)。结论，兵力不再增，以免太超越补给能力，陷于不可收拾之窘境”②，实际蒋介石采 

纳(丙)案。③ 不过由于远征军各部4月24日方才执行，并没有达到原定效果。 

又如 1939年，蒋介石手令军令部“应切实研究对华北、华中与华南各区敌军进犯我军时，我军 

如何集中兵力或运用各区部队策应，以打击敌军之方案，须特别专心研究 ，立定计划详报为要。 

(此后作战计划，应先取攻势防御，总以先用少数相当兵力，利用工事坚强抵御。待敌军久攻不克， 

兵力疲惫时，我军再用主力转取攻势，此为转守为攻前，尤其我后期抗占戈I睢一之原则，令各战区切实 

照此奉行)”。④ 军令部随即根据《国民党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拟定《攻势转移部署方案》，确定 

方针为“加强游击战区兵力，并相继转移攻势，以牵制消耗敌人，援助我游击部队，打破敌扼守要 

点，抽转兵力，建立华北军事根据地之企图”。⑤ 最终，军令部拟定计划发动冬季攻势以贯彻蒋介石 

的战略想法。 

最后，对拟定腹案进行整理，调整军队部署，从而保证作战指导实施。以徐州会战为例，为阻止 

日军打通津浦路，中国方面在鲁南集结相当兵力，进行攻势防御⋯⋯同时在武汉及郑州以西集结兵 

力，准备诱敌深入进行决战⑥，为确保这一计划实施 ，军令部决定调用津浦路南段七十四军，由于战 

局发展，“五月初，军(七十四军)奉令开陇海路东段砀山”⑦，实际军事行动是按照军令部的要求调 

整部署。再以豫湘桂会战为例，为保卫西南黔、桂边区后方安全，蒋介石命令调第二十九军、第九十 

八军、第九军、第十三军、第五十七军集结贵阳马场坪、都匀、独山间地区，以保贵阳。⑧ 军令部早在 

10月间预先准备，命令“第一战区由豫西抽调有力之两个军(内定 13A@、85A)先开湘之酉阳、秀山 

① 许承玺：《帷幄长才许朗轩》，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46—47、49—5O页。 

② 《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2年 4月18日。 

⑧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作战经过》(3)(以下简称为“《作战经过》”)，台北，中国国民 

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第314页；徐康明：《中国远征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128页；时广东、冀伯 

祥：《中国远征军史》，重庆出版社 1994年版，第73页；郑洞国等：《杜聿明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年版，第45页。 

④ 《蒋委员长致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研究华北、华中与华南各区敌军进犯时予以打击之方案条示》(1939年2月7日)，中国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1)，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9l页。所谓条示， 

多为指示军事委员会幕僚单位应行办理事项。受件者系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军政、军令、军训、政治各部部长，以及军事委员会 

办公厅主任，侍从室第一、二处主任等。此项务示，当时受件人必须将条示内容抄录一份 ，注明奉到时间某月某 日某时，然后将原 

条示缴归侍从室存卷。《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1)，凡例，第 1页。 

⑤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1)，第661页。 

⑥ 《抗 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25页。 

⑦ 俞济时：《八十虚度追忆》，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I983年版，第42—43页。 

⑧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 10月3日。 

⑨ A为英文 Army缩写，军语中代表军这一级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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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同时由平汉路东抽两个军开豫西以补其缺(前调陕豫之 9A到遂宁，14A到渝，29A到合川， 

39A到兴山(鄂)，98A到都匀(黔)，渝之 97A已开独山)”。① 以第二十九军为例，军长孙元良回忆 

他率领所部由重庆渡江，南人贵州 ，星夜驰御⋯⋯在都匀、独山之间，奋勇死战，截住了敌军。② 如 

果不是军令部预先准备，以国民党军当时的运输能力，很难想象这些军队可以及时赶到并阻击 H军。 

军令部如果判断失误，腹案与战局不符，会造成严重后果。以枣宜会战为例，军令部指导方案 

腹案为“汤恩伯集团⋯⋯为予敌严重打击，应以王瓒绪集团协同攻击，其攻击 目标之选定，以指向 

京钟、汉宜路为适当”，“为防止敌在鄂北行迂回攻击，或在鄂南、鄂东方面现行阳动，并为牵制敌之 

转用计，第五战区鄂北、豫南及鄂东之部队，应采取整个之行动，各向当面之敌攻击”，在作战计划 

中要求“汤恩伯集团应控置于大洪山东侧地区，王瓒绪集团控置于大洪山西侧地区，完成攻击准 

备。尔后应相互协同，向京钟、汉宜路侧击敌人”，“在襄花路方面之 84A及豫南方面之 30A，均应 

同时向当面之敌攻击”，“李品仙集团应以鄂东部队之主力，积极向鄂东攻击，威胁汉 口，并须确实 

截断平汉线，牵制敌之西进”。③ 此战“中国方面估计 日军不会进攻宜昌，即使其有一部向襄河以西 

进攻，也是佯动，因而在第一阶段作战时，将担任河西守备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和江防军主力大部调 

往河东，以致河西兵力空虚”④，宜昌失守，打乱了原定计划。日军方面“会战计划的要点是对襄河 

东岸敌军最精锐的汤恩伯部队以第三师团从正面进行猛攻，并以我军 (日军)主力攻击敌军右 

翼”⑤，正好针对中国方面的部署。只是由于张自忠所部拼死杀敌，才解救国民党军队主力，但张自 

忠却壮烈殉国。由于军令部的腹案与作战计划存在较大疏漏，军令部原计划以江南部队吸引 日军 

进攻，江北主力袭击 日军汉口后方，迫使 日军回援。但由于宜昌突然失守，造成局势被动，国民党军 

被迫做出决战的态势，打乱原定计划，造成作战指导无法达成。 

如果军令部判断准确，对于战事发展会有很大帮助。例如浙赣会战期间，军令部认为日军进攻 

衢州兵力是抽调而来 ，分散配置不利于日军战略发展，衢州并没有太大战略价值，遂在会报中提出 

“放弃衢州决战，将我有力部队向各方面分散并准备打击其向浙赣路再深入”。⑥蒋介石此时要求 

军令部拟定“保卫粤汉路长沙、曲江与衡阳之防守计划，应积极策划准备，并令第三战区有力部队 

其重心应即向西移动，以备策应粤汉路之作战”。⑦ 军令部指示第三战区“以主力不断袭击浙赣路 

沿线之敌”⑧，并让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 同“为保存国民党军实力，以备配合盟军未来作战起 

见⋯⋯避免在衢州附近与 日军决战”。⑨ 如此一来，既保存第三战区有生力量，又策应了之后的 

作战。 

从搜集、分析情报并加以判断，拟定腹案进行讨论，根据战场情况提出预案并提交作战会报，根 

据腹案确定参战部队，指示其位置与任务，最后根据商定预案做出正式作战计划，此为军令部按照 

参谋系统原则进行作战指导的完整流程。 

① 秦孝仪主编：《作战经过》(2)，第677页；蒋纬国主编：《国民革命战史 ·抗 日御侮》第9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 

公司 1978年版，第345页。 

② 孙元良：《亿万光年 中的一瞬》，台北，坤记印刷有限公司1972年版，第271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 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凤凰传媒出版集团、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990--991页。 

( 《抗 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 1021页。 

⑤ 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 1981年版 ，第389页。 

⑥ 《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2年 6月3日。 

⑦ 《蒋委员长致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对保卫粤汉铁路之防守计划应积极准备条示》(1942年7月9日)，《蒋委员长中正抗战 

方策手稿汇辑》(1)，第240页。 

⑧ 《保卫粤汉路长沙曲江衡阳各战区协同作战计划》，《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1)，第704页。 

⑨ 顾祝同：《墨三九十 自述》，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1981年版，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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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令部作战指导业务检讨：以“豫湘桂”会战为个案 

虽然从业务范围具体职掌而言，军令部为战时作战指导的责任机关，而且，军令部也制定出有 

效的作战指导流程。但是，很难给予战时国民党军的作战指导以正面评价。战时国民党军表面上 

建立起符合现代军事发展的指挥系统，为何该系统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军令部的作战指导业务为何 

不尽如人意，值得深入研究。“豫湘桂”会战是抗战时期正面战场规模最大的会战之一，将之作为 

研究对象可以全面研究战时国民党军的作战指导。同时，“豫湘桂”会战发生在 1944年，国民党军 

的作战指导已然成熟，以此作为研究对象较为合适。最后，“豫湘桂”会战集中展现了战时国民党 

军存在的痼疾，以军令部作战指导业务作为切人点具有典型价值。 

(一)作战指导机构叠床架屋与蒋介石的越级指挥 

作战指导及实施是将抽象的战略思想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军事上广义的作战指导是军事战略 

思想的转化，狭义的作战指导则是野战战略的转化。军事战略，是对军事斗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 

战略指导者要全面计划、部署、指导军事力量的建设和运用，以保证有效地达成既定的政治目的。 

野战战略，则是“指导战区内用兵的艺术”，“以其目的命名，而不以地区或阶层命名”，“欧洲若干国 

家，则称之为作战战略。从其运用艺术来说，野战战略乃是形成战场以前的造势与用势的指导艺 

术”。② 野战战略是军事战略的有机组成，必须在军事战略的框架下制定。战时国民政府军事战略 

的负责机构是军事委员会，制定与实施机构是军令部。然而诚如上文所述，就作战而言，涉及机关 

就有正副参谋总长、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侍从室和军令部 ，涉及的办公会议有军事委员会作战会报 

和最高幕僚会议，参与人员包括军事委员会成员，军事委员会各部门负责人。如此众多的人员参与 

作战指导业务，势必会造成具体实施中的混乱情形。以衡阳会战为例，薛岳原令第六十二师黄涛所 

部控制于谭子山、曾坪附近，夹击渡过湘江之敌，但是第六十二师却“忽奉统帅部命令，由谭子山出 

发，移驻祁阳”，薛岳无所适从。“统帅部的各项战斗指令，都像是一篇完整的理想计划，但多透过 

白副总长直接命令各部队，等于白副总长为战区司令，薛将军的长官部，等于副本单位。薛将军对 

整个战局，似无插手之余地。而各部队长也直接以白副总长之命是从，视薛将军之命令，可听可不 

听。但白副总长远在桂林遥控，而战场实况瞬息万变，以致统帅部万全之作战计划，到达战地时，实 

况早变，人事已非，遂成明日黄花，完全失效了!衡阳之围，始终未能突破”。③ 可见，机构叠床架屋 

造成野战作战指导权责不明，对战局容易产生消极影响。 

雪上加霜的则是蒋介石插手作战指导的实施，特别是喜欢越级指挥。必须指出的是，蒋介石的 

越级指挥尽管“所造成的祸害，似未如前人想象之大”④，但确是蒋介石军事指挥广泛为人所诟病 

之处 。 

李宗仁这样评价蒋介石的越级指挥，“抗战时我方指挥系统的毛病亦多。最重大的一个缺点， 

便是蒋先生越级亲自指挥⋯⋯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抗战时，他常常 

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他指挥的方法是直接挂电话，或直接打电报，故战区司令长官甚至集团 

军总司令和军长都不知其事。有时一军一师忽然离开防地，而前线最高指挥官还不知其事。但是 

① 王文荣主编：《战略学》，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第18页。 

② 昊建德、蔡志升：《中国对 日抗战战略之研究(1937一l945)》，李君山、杨维真等编著：《荣耀的诗篇——纪念抗战胜利六 

十周年学术论文集》，台北，“国防部”2006年版，第410页。 

③ 陈寿恒、蒋荣森等编著：《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8年版，第425---426、428---431页。 

④ 张瑞德：《遥制——蒋介石手令研究》，《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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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 

乱”。① 尽管李宗仁口述回忆之时不尽客观，但他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 

不但所谓非嫡系将领如此评价，即使是嫡系将领亦作如是观。侍从室第一处第二组组长於达 

将军认为“革命军积下来一个很不良的习惯，使得革命军很吃亏，其原因可能是委员长因为用的都 

是学生，把他们从无知的少年训练长大，老是觉得这批毛头小子会出乱子而不放心。蒋先生一直到 

现在都还看他们是小孩子，什么事情都不能放心他们去做，而事事干预他们，而且干预得很厉害。 

打仗是瞬息万变的事，前面一个情况，一直到师长晓得 ，起码已经经过了十--d,时，最快最近的也要 

两小时才晓得。无线电的操作有一定时间的⋯⋯拍到侍从室再译好电给委员长看，已经过了几天 

了。加上又逢委员长休息开会啦，等到他下命令，情况早变了。不是他的命令错，而是情况不同了， 

照他的指示做，必定打败仗，则是必然的，我们指挥系统的大毛病就在此。军队无法独立作战，力量 

受到本身的束缚无从发挥，这是革命军积习很深的习惯，也是一个大病，此乃起源于‘毛头小子不 

放心’的心理。其次，委员长也常越级指挥下级，师长也常越级指挥团长，常使旅长发现兵不知被 

调到何处。指挥系统发生自相矛盾，指挥官和所属干部因此发生冲突摩擦而自坏阵营。不放心和 

越级指挥造成作战指挥系统的混乱和作战能力的低落，这两种特色构成‘黄埔精神 ’，至今仍不能 

改变”。② 蒋纬国为蒋辩解 ，认为蒋介石的越级指挥“事实上他是将部队整合”，“为了后勤补给的 

方便”。③ 不管怎样，蒋介石身边亲近的嫡系也诟病他的越级指挥，说明这种现象经常出现。 

很多将领对这种指挥方式颇有微词，张治中认为“蒋对军队的统率，向来采集权于一身的办 

法，养成习惯已久，所以部队将领就有一种反映：部队接到蒋委员长电报，先看电尾是哪一个机关主 

办的，如‘中正手启’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是 ‘中正侍参’(即侍从室主办的)也还重视，但如是其他 

部门主办的电报，就要看情形来决定遵行的程度了。所以军令部、军政部甚至后方勤务部，有时为 

求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启 ’名义发电。这种个人集权、机构无权的特殊现象，坏处甚多，决难 

持久”。④ 上述越级指挥是因为“长期指挥小兵团的环境中所养成的习惯，加以缺乏指挥大兵团作 

战的训练与经验所致”⑤，但其后果“往往中央主管军令和作战的部门以及战区司令长官、集团军总 

司令、军长均(对部队调动情况——引者注)一无所知，事后方由侍从室主任通知军令部”。⑥ 沉稳 

如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对此也发过牢骚。1942年远征军第一次人缅作战时，徐永昌在 日记中写道： 

“缅甸作战已完全由蒋先生直接指导，奈何。”⑦军令部曾经抱怨“部队调动，统帅部干涉过严，有失 

前方机动性”。⑧ 

就“豫湘桂”会战而言，这种越级指挥就造成多头指导，引发指挥混乱。蒋介石在调度方面的 

强势，造成了其部下不敢负责的性格。例如 5月间军事委员会作战会报期间，“会报不及两小时， 

蔚文(侍从室主任林蔚)转达第一战区电话至四五次，闻有时一团之活动，战区亦请示委员长，此非 

丛脞而何?”⑨徐永昌自己抱怨：“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笔信，或亲 自电话，细碎指示，往往一团一营 

① 李宗仁 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614页。 

② 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记录：《於达先生访问纪录》，第 116页。 

③ 蒋纬国t：r述，刘凤瀚整理：《蒋纬国口述 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3O页。 

( 《张治中回忆录》，第299页。 

⑤ 张瑞德：《遥制——蒋介石手令研究》，《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28页。 

⑥ 王正元：《为蒋介石接电话十二年见闻》，江苏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第36辑，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 

1991年版，第30页；王正元：《监听专员见闻录》，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年版，第84页。 

⑦ 《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2年 4月18日。 

⑧ 《军令部审查检阅各部队参谋报告书决议案》(1940年 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769／2217。 

⑨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 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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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所 

至战事愈不堪问矣。因委员长之要求 ，即本部指导者，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①刘斐也曾经发过牢 

骚 ：“谓委员长感叹无人负责办事，实由委员长自己造成将领骄不受命，必委员长手令才有几分几 

的效率，派出人员必侍从参谋，此全系不运用组织，自毁机构能力。”②徐永昌只能感慨，蒋介石“权 

责集于一身，余等欲少分其劳而不可得”。③ 然而蒋介石却自认为“本周以河南战事急迫，将领无 

能，自作战方针至局部处置，皆非亲自留心与处置不可，余几乎身位蒋鼎文之参谋官矣!可悲可怜! 

然而战局卒能转危为安矣!”( 颇有自得之意，可是作战实效却不似蒋介石 自认的那样。这种越级 

指挥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既有的指挥层级，有损作战指导部门威信，对军令部作战指导造成的危害还 

是很严重的。 

(二)作战指导业务水准对战局的影响 

就“豫湘桂”会战而言，军令部的战略预判乏善可陈。王奇生认为“整个湖南会战期间，徐永昌 

主掌的军令部对敌情的判断及其战略部署明显存有缺陷”。⑤ 然而，整个抗战期间，军令部作战指 

导方面对于敌情判断没有发生过如此大的失误。分析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对军令部作战指导水 

准与战局关系可以更加客观一些。 

参谋部门并非小说中的军师，“掐指一算、计上心头”这种状况并不符合现代参谋部门的业务 

水准。作战指导应当是在分析敌情基础上，对敌方军事举措有所判断，做出自己的应对。即使参谋 

部门获取大量情报，如果缺乏合理的分析判断，应对方案就有可能无法做到“对症下药”。即使有 

合理的分析判断，参谋部门做不出相应方案，作战指导意图也无法得到贯彻实施。 

“豫湘桂”会战爆发之处，军令部对于获取的情报分析有误。蒋介石对 日军动向早有察觉， 

1944年元旦他在日记中写道：“本年军事目的甲、克复宜昌(六月问)——武汉(十一月间)；乙、打 

通滇湎路(十二月间)；丙、防止倭军打通粤汉与平汉路及浙赣路”⑥，1944年 2月25日的徐永昌日 

记也记载：“据确报敌第一百十六师原驻长江下游，近调武汉一带，另据报敌军约万余开抵鄂西等 

处。又日前据报敌增兵抢修平汉黄河铁桥并宣称将打通平汉线。”⑦3月 4日，蒋介石认为“一、敌 

修黄河铁桥，其必企图打通平汉线，应速派空军不断轰炸，二、敌进攻平汉之期不远矣”，并进行“平 

汉路战事之准备”。⑧ 然而徐永昌却判断“沪平各有敌机zAtk飞汉15，原停有一百十架左右，可共达 

二百架以上。此与增兵鄂西对照，敌或有企图。由照相及情报悉，敌已将平汉黄河桥修葺，可通汽 

车，此似是一种姿势，至其打通平汉线之宣传 ，在今 日看则完全眩惑伎俩而已”。⑨ 3月 18日蒋介 

石在会报中判断“敌必拟打通平汉线”。⑩ 同月21日，徐永昌记载“按各方情报敌一一六师已集中 

①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 6月12日。 

②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4月23日。 

③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5月6日。 

④ 《蒋介石 日记》(手稿)，1944年5月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下同。另见叶惠芬编辑《蒋中aY-总统档案 ·事略稿 

本》(57)，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 34—35页。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7册，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第 

639页 

⑨ 王奇生：《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 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杨天石、臧运祜编：《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二：战略与历次 

战役》，第320页。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4年 1月 1日。 

⑦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2月25日。 

⑧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4年3月4日。另见叶惠芬编辑《蒋中正总统档案 ·事略稿本》(57)，第402 O3页。吕芳上 

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7册，第591页。 

⑨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3月4日。 

⑩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3月 18日。 

40 



叶铭 ／抗战时期军令部作战指导业务初探 

武汉 ，二二师自金华西调，三五师由新乡、汴梁东开。是否出海抑转鄂赣尚难断定，此事殊应防其企 

图打通粤汉线以为其‘防空上’或‘交通上’之便利(占我衡阳与敌最利)”。① 此时，军令部的判断 

重点放在防备日军打通粤汉线上。因为徐永昌在军事上认为“守者 自由撤退，攻者不能不提心吊 

胆而被动地跟着前进，后方的连络线，越加长越要留守多数守兵驻守，也越增加游击队袭击的机会， 

使其第一线的兵力，因而减少，使守者渐渐达到兵力的平衡，于是攻者愈战愈弱，而守者则愈战愈 

强”，“在以前的各次会战，我们将敌人消耗到相当程度后，即行逐步引退，自武汉会战后的各会战， 

则将敌消耗至相当程度后，我们便举行强烈的反攻，就是说除予敌以守势的消耗外，再给他以攻势 

的消耗”。② 此外，他对日军有几个基本判断，第一是认为日军缺乏兵力，不可能同时执行打通平汉 

路与粤汉路的军事计划⑧，不会在华有大动作；第二认为当日军进攻之时，国民党军执行后退消耗 

再行决战方法即可，蒋介石的判断并没有影响军令部“专业”的参谋作业。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 

蒋介石尽管判断正确，但是他却没有强行干涉军令部的作战指导。 

其后，相关情报不断送到军令部，徐永昌综合情报认为“上海谍报所称敌拟打通所谓大东亚铁 

路线云云，以余判断其计画可能的先打通粤汉线(一、准备将来在中南半岛之敌利用该路撤人中 

国；二、妨害我粤汉线以东之机场便于扰害西南机场)，即将来敌海空军失败到某种程度，在中南半 

岛者渐渐撤退，大部循陆，一部由海运至广州，而后北运。又现在打通平汉云云亦嫌费材与费兵，且 

呼声太高，似在声北击南，但打通粤汉亦需七八师，以上且看敌如何抽兵来”。④ 所以，4月 17日日 

军发动“一号作战”前后，军令部仍然将重点放在粤汉线一带。基于以上论及的徐永昌对于战略以 

及战局的判断，军令部才会误判 日军动向，导致会战战略上的失利。 

河南激战正酣，一战区报告“敌由东北及我内地共抽十至十二师团，集中汉口、信阳、徐州、新 

乡，五月上旬总攻打通平汉线”⑤，军令部仍然坚持 日军“由关外调入军队达十五师，溯江以进，意在 

打通粤汉路”⑥，“敌传打通(恢复)平汉铁路诚无理由，余以为主要在打击我汤集团或抢麦，亦可能 

为掩护换防”。⑦ 直到 5月 11日，河南战场已经大半沦人敌手时，军令部得知“据敌小田称，敌有打 

通平汉线后再进攻粤汉线企图”⑥，方才如梦初醒，对于日军此次行动的规模有正确了解。 

当日军作战意图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军令部在会战的作战指导方面缺乏正确的应对。国民政 

府最高统帅部在作战指导方面存在矛盾分歧。相应对策也有两种，一是认为粤汉路必定失守，主力 

不若退至湘桂线或者桂林与敌决战；另一是在粤汉线沿线及两翼与敌节节抵抗，消耗敌军。前者是 

白崇禧等大部分将领的意见，后者是军令部徐永昌等的意见。薛岳的意见与军令部徐永昌的意见 
一 致。蒋介石赞同军令部的意见，主要原因则是河南战场的惨败引发国际国内批评浪潮，如果不战 

①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3月21日。 

② 徐永昌：《四年来敌我战略战术的总检讨》，吴相湘、李定一、包遵彭编纂：《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二次中日战争》，台北， 

正中书局 1956年版，第 134、139页。 

③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 年4月7日。军令部二厅判断“日军配置关外二十七个师，关内二十八师部即在我北战场十 

二个师，中战场十三师半，南战场三个师(每个独立守备队作为一独立旅，两个独立旅作为一个师计算)”。日本海军驻汉口特务机 

关长中野供词“现在在华日军多属老弱，最近所有对中国作战皆牵制性质”加强了军令部以及徐永昌对于日军不可能大规模发动 

攻势的判断。《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 年4月15日。 

④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 年4月6日。原计划详见《徐永昌呈倭寇海军如在太平洋失败后其陆军在大陆方面(包括中 

南半岛一带)作战方略判断》(1944年4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5306。 

⑤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4月26日。 

⑥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4月28日。 

⑦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4月30日。 

⑧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 年5月 l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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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粤汉路 ，则无法平息舆论 ，这其实仍然是政略影响战略的表现。 

尽管早在 5月 15日，徐永昌就命令第一厅制定相应计划防范日军进攻粤汉线以及湘桂线②， 

而在此之前蒋介石即电令薛岳、余汉谋进行必要准备，认为“敌军打通平汉线以后，必继续向粤汉 

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③5月 19 El，当蒋介石与徐永昌商讨战局时，徐永昌坚持认为“豫战 

敌人今后如何(在情报方面不见敌有后部，现部亦为杂凑，并无持久进攻力)”④，没有做出几个备 

选方案应对不同战局。到了29日，军事委员会讨论湖南战局之时，军事委员会在作战会报过程中， 

相关人员对此次会战的战略构想亦产生了分歧。白崇禧认为“要在湘桂边区或广西境内决战⋯⋯ 

对攻者来说，像橡皮带子一样，拉得愈长，就愈薄弱，超过了极限，它就要绷折”。⑧ 薛岳“坚决要照 

第三次长沙战役的老样，一成不变地在长沙外围与日军决战”。⑥ 具体而言就是“拟将进犯之敌，务 

须阻止于粤汉路以东地区，故计划在浏阳、平江、长沙、衡阳等要点各置一个军，作坚强之固守，另以 

若干军控制于幕阜山、湘西、湘南地区，以期分散敌之兵力，行迟滞作战，以空间换取时间，节节阻击 

敌人 ，消耗敌力。并预置主力于两翼，在渌水、涟水北岸地区与敌决战”。(Z)徐永昌认为“湘鄂战局， 

众咸认粤汉线势且必失，多主张于湘桂线准备，并以北战场反攻为不可能，与其徒作牺牲不若抽撤 

整理。余至此乃不能缄默。力言湘桂间地形难守而利敌。”尽管战局对国民党军方面不利，徐永昌 

认为部队有整理休整的必要，但是 日军方面经过大战后也会疲惫，如果后退而不作战，日军就会得 

到喘息机会。不禁感慨“我如此轻轻放过，各该主官不予痛击，抗战前途尚堪闻乎?”⑧ 

战局逐渐明朗，军令部在作战指导方面缺少清晰思路，原因仍在对 日军作战意图缺乏正确判 

断。衡阳战事之初，徐永昌认为“敌此次进犯豫西南余湘鄂诸地，咸谓系企图打通平汉、粤汉两路， 

更有意见打通至湘桂线迄镇南关者，并已在着手准备退守桂林者，似嫌过早。或云敌打通三路以备 

撤退之用，似亦尚待研究。或云破坏我各机场可以减轻威胁，则又何止此处?”在徐永昌看来，日军 

兵力不足，难以保障如此大规模的作战。如果国民党军坚持以部分兵力骚扰攻击日军，日军必然会 

因为兵力问题中止作战，而且也可保存国民党军野战部队主力。⑨ 因此他认为日军围攻衡阳只是 

“混时间”，绝对不会进攻桂林 ，甚至于他否定了自己4月的判断。⑩ 6月 18日的会报上，刘斐与徐 

永昌对于 Et军意图判断产生矛盾。⑩ 总体而言，徐永昌对于日军动向的判断是错误的，刘斐分析大 

① 王奇生：《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 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杨天石、臧运祜编：《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二：战略与历次 

战役》，第312页。 

②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 5月15日。 

⑧ 秦孝仪主编：《作战经过》(2)，第643—644页。 

④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 5月19日。 

⑤ 赵子立、王光伦 ：《长衡战役》，薛岳等：《原 国民党将领抗 日战争亲历记：湖南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0年版，第 

217页。 

⑥ 赵子立、王光伦：《长衡战役》，薛岳等：《原国民党将领抗 日战争亲历记：湖南会战》，第218页。 

⑦ 陈寿恒、蒋荣森等编著：《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第422页。 

⑧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5月29日。 

⑨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6月3日。 

⑩ “中南战场敌人将会师衡阳以窥桂林云云。余以为中战场敌进至渌口或即停止，即使扼要窜据衡阳但决不至西入桂林， 

南战场敌或待中战场告一段落后再动，但一二 日即将集结曲江之六十二军北调(本部已令调衡阳，白健生主调桂林甚力)可能引起 

敌人之提前行动亦未可知。但由于信阳以南敌人不乘大攀渡黄西犯之际夹击吾人，及犯湘已近二十日而广州敌未动以观 ，则敌人 

完全无深入企图，不过一意打击吾人反攻力量余混时间之应付战事而已。至云打通粤汉湘桂备退一节，劳费皆大，占兵亦多，且暴 

露颓势，如云尽退，则此时尽可大部用船”。《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 6月15日。 

@ “为章以为敌必冲至衡阳，可能入桂林。余以为敌兵力不足，只要我能力拼，尚不至企图入桂。现我应由长沙起正面仍作 

持久抵抗之计，两翼看机即与之行决战，敌无深入企图，且略举目前(十四日)之观察，我应在现阶段消耗敌人，打击其侥幸之心，蒋 

先生熟视余，但对努力打击敌人则极同意”。《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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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对的，徐永昌固执认为日军兵力不足，不足以实现攻势作战，他所判断的Et军仍是守势作战则 

是完全不顾情报透露敌情的结果。其后会报中，徐永昌对白崇禧的作战预案提出不同意见，并最终 

按照徐永昌判断进行部署。① 

虽然军令部战略判断失误连连，不过公平说来，其判断并非毫无章法。军令部主要担心在于日 

军莱特湾大海战失利后，中南半岛Et军动向。军令部判断中南半岛日军会缩短战线，而不会立即撤 

军或者坚守中南半岛最终“玉碎”。军令部最为担心的事情是一旦日军从中南半岛撤军，必然经过 

粤汉路进入中国大陆，打通粤汉路为El军缩短战线之关键，但撤退的日军如果突袭中国西南，则中 

国西南将面临很大危机。② 这一看法不能不说有一定道理，其计算业已遵循参谋作业要求，因而预 

判比较有说服力。但是如果分析4月 日军被俘的驻汉口特务机关长中野的供词即可发现日军海军 

战斗力与海上运输力已经大大削弱③，应当将 日军大规模调动与打通南洋交通联系起来。军令部 

如果至少在战略预判上多几手准备，而不是固守既有认识，就不会一再判断失误了。“豫湘桂”会 

战的失利，在军令部作战指导方面，恰恰体现传统军事体制中个人凌驾于机构的恶果。建立参谋系 

统，实现参谋现代化，目的之一就是体现机构在决策中的科学性规范性。特别是在“长衡会战”中， 

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徐永昌，都将他们个人的判断凌驾于机构系统判断之上。老成持重如徐永昌，不 

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频频出现错误判断，对战局恶化起了推波助澜的反作 

用，不能不令人思考。④ 

(三)诸多相关因素对作战指导业务的制约 

除了机构设置和业务水准之外，军令部作战指导受到传统中国民党军事体制影响颇深，派系争 

斗与兵员素质导致战斗力低下，作战指导执行力受到很大制约。 

“豫湘桂”会战中，一些骄兵悍将对于调度执行显得很不积极，例如长衡失陷之后，军令部要求 

薛岳将军队撤到湘西，但是薛岳不从命，徐永昌认为“薛伯陵不欲至铁道以西，其心叵测，盖一有事 

渠颇有划疆自保之意”。⑤ 薛岳与其参谋长赵子立也是矛盾重重，矛盾的来源一方面是对指挥权的 

争夺，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个人恩怨。⑥ 再者，不可忽视的是国民党军战斗力的低下，这一点直接导 

致军令部在作战指导执行力方面存在隐患。衡阳失守时军令部曾判断双方战斗力“综合各方报告 

加以研究判断，各该师团主力均已抽走，各师团每联队留一大队继续与我作战⋯⋯(我军)人数及 

步兵火力约为敌之一倍半至二倍⋯⋯(我军)与敌人数及步兵火力之比仍约为敌之二倍，最低限度 

亦在一倍半左右。以番号论约我一师对敌二大队弱，炮兵敌约我之三倍 ，但敌以道路不济关系始终 

未得充分使用。空军我为优势，战术上敌比我极为集中，战斗上我远逊敌。以上结论虽云我一师对 

敌一大队强，但仍系处处打败仗。若怒江西岸我远征军一师对一大队打胜仗，而远征军之装备则优 

① “健生力主放弃长衡间之拼命抵抗，速着手在桂林之防卫战(调六十二军、二十六军、三十七军到黄沙河、桂林)，为章谓二 

十六军等在外翼如何能早到桂林，文伯谓六十二军即离衡恐摇动防衡军心，余谓不但正面不可放弃抵抗，而两翼后且须尽力督饬 

努力攻击敌侧”。《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6月20日。 

② 详见《徐永昌呈倭寇海军如在太平洋失败后其陆军在大陆方面(包括中南半岛一带)作战方略判断》(1944年4月4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5306。 

③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4月15日。 

④ 对于作战指导方面，中国传统上将参谋人员与所谓军师画等号，要求他们料敌如神 ，如若不能，则不被视为合格的参谋， 

这是一个大大的误解，现代的参谋人员以及作战指导，是对于战场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出判断，根据不同情况拟定相应的指导方案， 

战时直接选择使用哪一套方案即可。所以个人作用在现在参谋系统中应当弱化，而非强化。 

⑤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 8月24日。 

⑥ 参见赵子立、王光伦《长衡战役》，薛岳等：《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湖南会战》，第214_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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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内地部队多多，由此可以完全明了我军战斗力矣”。① 如此战斗力差距，造成国民党军在实际战 

斗中，攻不能克，守不能固，以至于整个会战一溃千里，贻笑中外。 

尽管会战之时国民党军无论在兵力还是火力对比均较 日军为优，会战失败反映了战斗力与执 

行力的低下。究其原因，一在于军队经商。长衡会战之前一年的 1943年5月军令部驻长沙的联络 

参谋电报报告中提及“洞庭湖西北战争发生以来，我军所犯过失均系迭次所经而又很平凡者，尤以 

兵无斗志，军风纪破坏无遗。军队以做生意为主，视命令如具文，现正蔓延，殊堪重视”。(2)《第四军 

长沙第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中提到“部队主官因营商应酬，脱离部队，致使部队精 

神不能团结”。③ 二在于训练不足导致作战能力低下。军令部情报称国民党军存在“惟我大部分军 

队几无甚战斗力⋯⋯为章报告前方部队作战力太弱，军师长部队皆失掌握等等”。 会战开始后， 

徐永昌感慨“而以此次北战场战役观之，我指挥与战斗能力均见减低，此属至堪忧虑，蒋先生意亦 

相同”⑤，主要原因是缺乏战术训练以及基本的士兵训练。⑥ 这样的战斗力与执行力，以至于衡阳 

守军将领认为“外围友军避战”，“高级司令部无精算、无配合、不知敌、不知己”⑦，直接导致了“长 

衡会战”期间国民党军作战指导中的后退决战，侧敌出击的战略无法实现。⑧ 

四、余论 

行文至此，军令部战时作战指导业务的开展以及面临问题已然明晰，不再赘述。军令部作战指 

导业务最大的障碍就是蒋介石的越级指挥，蒋介石既然喜欢越级指挥，那么设置军令部是否有叠床 

架屋、多此一举之嫌呢?仔细考虑，当时设置军令部有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设立军令部是适应战时体制、整合战时机构的要求。“卢沟桥事变”之后，国民政府设置 

大本营，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又决定改设“国防最高委员会”，以统一党政军之指挥。 

1943年 9月蒋介石继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后，政府的行政权已集中于主席之手，五院要向主席负 

责，独立行使职权已是名不符实。⑨ 在这一体制下，国民党的军政大权全部掌控于蒋介石一人之 

手。由此观之，从大本营设置到军事委员会改组，就是因为大本营体制不适合战争要求，存在诸多 

缺点。因此，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取消大本营既是“为适应持久战之需要”⑩，也是为了集权 

的需要。随着战时体制的改变，掌管作战计划、作战指导的第一部也随之改组成为军令部。这一过 

程，从军令部的角度而言，主要是解决第一部的混乱情形及实际存在的问题，故而必须“解决军事 

机构之改革”⑧，为持久抗战做准备。军令部成立之时，国民政府存在原参谋本部与第一部并存的 

状况。原参谋本部的核心，主管作战业务的第一厅第一处当初全部调入第三战区的参谋处⑩，第一 

①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 8月7日。 

②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3年5月 14日。 

⑧ 《第四军长沙第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抗 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1301页。 

④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3年5月29日。 

⑧ 《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4年5月28日。 

⑥ 《第四军长沙第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第1300页。 

⑦ 葛先才：《长0 ·常德 ·衡阳血战亲历记 ：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
，第l28—130页。 

⑧ 参见王奇生《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杨天石、臧运祜编：《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二：战略与 

历次战役》，第3l6—_317页。 

⑨ 荣晓燕：《国民党抗战时期政治体制述评》，《山东大学学-~．}2ooo年第4期，第32页。 

⑩ 郭汝瑰、黄玉章主编：《抗 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第663页。 

⑩ 《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7年 l2月19日。 

@ 详见李云汉校阅，胡春惠、林泉访问，林泉记录《尹呈辅先生访问纪录》，台北，近代 中国出版社 1992年版，第4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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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铭 ／抗战时期军令部作战指导业务初探 

部成立之初人员来源复杂。1938年军事委员会改组之后成立军令部，整合原第一部和参谋本部人 

力资源，吸收各方面人士加入，为机构有效运转打下基础。同时，成立军令部利于制约军队中林立 

的派系。如前文所述，战时蒋介石为整合中国各派势力，团结抗战力量，尚能做到捐弃前嫌，能够贯 

彻“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精神，曾经反对过他的白崇禧做了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程潜为 

参谋总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行营主任，李济深为桂林行营代理主任，张发奎为四战区司令长 

官，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等等。至于何应钦，由于他资历老，且曾经对蒋介石有过不利的举动，所 

以蒋绝不会将全军指挥大权(即军令权)交给何应钦，否则会产生尾大不掉的后果。此时，成立军 

令部，是蒋避免指挥权过分集中在某一个机构的策略，利用何应钦的声望制约军令部，利用军令部 

的职权剥夺何应钦的实际权力，其实质与明太祖朱元璋设置兵部和都督府，使指挥权与带兵权分离 

的举措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成立军令部客观上达成蒋介石“军令统一”的目的，这是设立军令部的副产品。所谓“军 

令统一”源于 1937年9月 17日国民政府训令提出的“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 

权，并授权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① 有论者认为战时蒋介石只是通过“军令统一”达到分化 

杂牌，造成清一色黄埔系的目的，军令部的设立，为统一指挥调度当时全国各派系、各地方军系提供 

了媒介。有论者提及“战争为蒋介石改造国民革命军、消弭派系观念、统一军政军令提供最佳时 

机。地方军事集团表示接受他的领导，将军队开赴前线。一些地方军事集团失去原有地盘，在兵员 

补充、后勤供应、作战指挥方面需要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作为国民革命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党政军大权”。② 当然，这样一来 ，不免让一些地方派系的首脑产生疑惑，即蒋介石 

是否会通过作战指挥牺牲或者吃掉他们的军队。例如李宗仁多年之后口述其回忆录时就认为“中 

央当局始终不能开诚相见，无法达成理想”，“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③ 一 

些战区长官也会对蒋介石的越级指挥产生反感。 

军令部的设立使其成为蒋介石的避雷针，达到蒋介石实际指挥战争，而责任则由军令部分担， 

同时避免各战区、各派系反感的目的。例如第一次长沙会战之时，蒋介石战前判断有误。④ 可是唐 

纵却认为“打了两年仗，我们最高统帅部军令部对于作战指导，毫无进步，不胜浩叹!敌人攻长沙 

兵力，既判明系自鄂北鄂中调来之第三师十三师，我即应向京山孝感汉口方面反攻。孙子云，攻其 

所必救，才能打击敌人进攻长沙之企图。事过数日，白主任来电请求，才如此决定”⑤，认为军令部 

处置失当，感慨道“西南行营决定放弃长沙，军令部认为处置失当，颇有微词。长沙难守，固属事 

实，但放弃太快，又无出击计划，不无可议之处。如能在羊楼司出击，足以牵制敌人前进计划。同时 

既知敌人由鄂北调用第三师、十三师协攻长沙，何不在鄂北鄂西加以反攻，其效当胜于正面反攻无 

① 《国民政府关于集党政军权于军委会委员长统一指挥训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 

第2编，“政治”(1)，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第146页。 

② 李宝明：《“国家化”名义下的“私属化”：蒋介石对国民革命军的控制研 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年版，第223— 

225页。 

③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608页。 

④ “一、逆攻击长沙兵力必六师以上；二、要薛岳亲往指挥(赖有此耳)。按今春敌陷南昌时蒋先生曾策定只要认清敌为真面 

目进攻即放弃前线诱敌入长沙而予以打击，能否恢复长沙不计也。白、陈、薛皆同情者。今则以营田之敌一部 已窜过汨罗线后之 

归义，通城敌一部窜入至长寿街以北某地(其余前线对战颇力，敌人损失较我为大)，行营邃令开始撤退，蒋先生因过去陈、薛等如 

何如何布置逆袭敌人之轻进，遂希望长沙成功，忽略汨罗线之持久，将来长沙之逆袭亦必因重视游击而轻彼无谓之牺牲也”。《徐 

永昌日记》第5册，1939年9月26日。 

⑤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39年 lO月2日，第 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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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①，却不知道军令部只是执行蒋介石战前的部署，自身对此也颇为不满，其实就是代蒋介石受过 

罢了。同样情况发生在第一次远征印缅作战的时候。1942年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徐永昌日 

记写道：“缅甸作战已完全由蒋先生直接指导，奈何。”②刘斐则讽刺蒋介石：“委员长如围棋者，然 

看已输了，将棋子一扔(因过去对缅作战十之八九由委员长直接指挥，仅将电稿交示而已)。”⑧ 

随着战局的发展，军令部在指挥系统中地位渐次明晰，其主管作战指导业务的作用 El益凸显。 

当国民党军在战时着手建设参谋系统之时，其在作战方面就会随之形成指挥层级。如此一来，指挥 

层级各部门相应业务范围就会明确，作战指导方面工作由军令部办理就会成为共识。例如徐州会 

战中，军令部先拟定作战指导方案和作战计划，其后李宗仁则密集向军令部汇报战况以及情报。在 

前线督战的军令部两位次长熊斌和林蔚也曾电报军令部汇报情况。会战结束后，李宗仁则迭电军 

令部汇报战事总结。④ 大体说来，抗战期间一般军事命令、作战计划或者作战指导均由军令部发出 

即可，只有皖南事变前夕，颁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令才先后由军令部以及参谋总长和副参谋总长 

名义发出。这说明了在国民党军内部“军令统一”的理念具有一定的共识性，尽管这种“军令统一” 

只是初步的，还很难做到真正的统一指挥。不过所谓“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成为一种基本共 

识，军令部可以利用 自己相对“超然”的地位整合国民党军指挥。既能在民族大义之下指挥各派系 

军队，又能按照指挥系统实现统一指挥，可谓一举两得。 

综上所述，军令部在抗战时期的作战指导业务制定与实施方面有其相当作用。军令部是指挥 

系统的关键所在，负责军事战略的制定，作战计划的拟定以及军事命令的发布，起维系指挥系统运 

转的作用。在业务方面，军令部负责作战指导的制定与实施 ，上对蒋介石负责，下沟通战区与各作 

战单位，职责范围是明确的。不过，蒋介石为了集权在手，刻意模糊各机构实际权力，造成在作战指 

导实施过程中，军令部不能充分发挥指挥效能。军令部作战指导业务的实施面临诸多羁绊，实际发 

挥作用大打折扣。 

[作者叶铭，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马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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